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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健康成本：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纪玉俊，韦晨怡

摘　要：目前关于制造业集聚的隐性成本———健康成本的研究较为鲜见。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各省级层面

相关数据，在内在机理阐释的基础上，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型角度，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

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其影响路径。结果显示：首先，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表现为

“倒Ｕ型”，但在不同要素密集型以及地区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次，中介效应分析表示制造业集聚通过加

剧环境污染、提高教育水平、集中医疗资源和改变劳动力收入等路径作用于健康成本。最后，根据相关研究

结论提出了在制造业集聚背景下降低健康成本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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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健康中国”战略，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意见》
又突出了健康教育、健康环境等的重要性，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由此可见，
健康问题愈发受到重视。作为国家富强的一大特征，人民健康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健康人力
资本的积累也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制造业
也乘时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空间集聚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
要特征化事实，但长期以来以 “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为特征的高速发展方式不可避免地增加
了非合意产出———污染的排放，这不仅有悖于绿色发展理念，也促使社会不得不增加环境治理投
资，形成制造业集聚的 “显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污染不利于人们健康，促使人们增加健康投
资，形成制造业集聚的 “隐性成本”。尤其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国外市场受疫情的影响变得极其
不稳定；而且我们 “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制造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评估越全面，在一定程度上越有利于新
发展格局的形成。基于这一背景，除去熟知的显性成本外，对较少涉及的诸如健康的隐性成本分析
则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失于全面而不利于形成更有效的对策措施。那么，制造业集聚是通过何种
途径影响健康成本？其影响机理是什么？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在不同要素密集型以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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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否有差异？这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文献综述

直接探讨制造业集聚对健康影响的文献较为鲜见，与之相关的集聚区域效应像经济增长、环境
污染、工资收入等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关于集聚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学者
们普遍认为集聚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运输成本纳入分析框架，认为降低
运输成本驱动了集聚，而集聚的 “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知识技术溢出”有助于其正外
部性的发挥，降低生产的单位成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１］。具体而言，产业集聚通过提高劳动
力生产率［２］、专业化分工［３］［４］、技术进步［５］、扩大生产规模和就业［６］等促进经济的增长。
随着集聚正外部性的形成，负外部性也相伴而生，制造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集聚过程中更

容易带来 “非合意产出”，即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有学者认为集聚加速了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而
不利于环境质量［７］，而较为综合的研究认为在集聚的不同阶段对环境影响不同，从影响机制来看，
李伟娜等［８］认为跨过制造业集聚的拐点后，由于资源特别是非移动资源的限制降低环境技术效率而
不利于节能减排；在集聚加速发展时期，较为宽松的预算约束下重工业型产业结构的能源需求以及
生产扩张提高了碳排放强度［９］。
集聚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整体来看，制造业集聚通过规模扩张、专业化分工、

人力资本积累、就业密度等影响劳动力工资。随集聚程度的加深，规模扩张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匹配
空间、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溢出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从广度和深度层面推动了工资上涨［１０］。从就
业密度来看，高集聚对低技术劳动力表现为 “要素拥挤”的供过于求，对特定行业的高技术劳动力
表现为 “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高转换成本［１１］，从而不利于工资的上涨；对企业而言，高集聚的竞
争以及非移动要素价格的上涨压缩了利润空间以及工资上涨空间［１２］。也有学者研究集聚对工资差
距的影响，认为集聚提高技能型劳动力的总体福利同时会降低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总体福利［１３］。
从直接探讨集聚与健康的研究来看，主要涉及国外的数篇文献。学者们以医疗成本和环境污染

为影响路径发现医疗行业集聚［１４］、污染产业集聚［１５］［１６］会增加人们卫生支出，而旅游产业集聚［１７］通
过提高社会福利和居民满意度降低了健康支出。国内以制造业集聚为对象的研究虽鲜有涉及其对健
康成本的影响，但制造业集聚其他方面的经济效应却间接涉及了健康支出。
制造业集聚的增长效应提高了政府财政收入，从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有学者集中于医疗和

教育服务水平研究公共服务对健康影响。医疗卫生服务通过提高医疗资源的可及性［１８］以及降低环
境污染健康风险［１９］降低健康支出；教育服务通过 “预算约束放松说”和 “效率提升说”改善健
康［２０］，其中 “预算约束放松说”指教育的收入效应扩宽预算约束对健康的影响，“效率提升说”指
高教育者高产出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更合理化健康投资的分配效率提升来影响健康。
除此之外，收入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２１］的健康需求理论将收入作为提升健康资本

存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绝对收入水平来看，收入的增加放松了预算约束，进一步从改善生活方式
和增加健康投资作用于健康支出，但也有学者［２２］提出高收益伴随的高工作强度不利于健康。从相
对收入水平来看，收入差距通过获取公共服务机会［２３］以及心理作用［２４］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最后，
制造业集聚带来的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众多学者［２５］［２６］都认为环境污染对健康产生不
利影响。
从文献的梳理来看，当前对制造业集聚的显性成本关注较多，而对其隐性成本的研究则较为罕

见，因此，本文致力于对制造业集聚的重要隐性成本———健康成本进行探讨，分析其影响机理及相
关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其边际贡献为：（１）目前对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经济效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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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显性成本，忽略了可能造成的诸如健康支出在内的隐性成本，本文尝试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健康
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视角具有一定新意。（２）制造业集聚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型
制造业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对健康成本的不同影响，本文比较了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
集聚对健康支出的影响，这对我国当前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借鉴。
（３）制造业集聚对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
响路径，揭示了通过不同路径对健康成本的影响效果。（４）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估算了制造
业集聚水平影响健康成本的临界值并从相对和绝对两个层面初步测度了健康成本，从而使得制造业
集聚的隐性成本更加直观清晰。

三、制造业集聚影响健康的内在机理

就目前的文献而言，鲜见关于制造业集聚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而在 “制造强国”和 “健康中
国”战略背景下，分析制造业集聚影响健康的内在机理显得尤为重要。制造业集聚对健康的影响有
着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既有由制造业集聚自身特点而生成，也有着由其引发的不同效果而产生，
大体可以从污染效应、财政效应和收入效应三个角度展开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机理

从污染效应来看，制造业集聚导致的污染排放会直接影响健康。首先，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中，制造业快速增长的前提为高度依赖于代工和出口贸易的发展模式，承担着 “人口红利”下低劳
动力成本和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分工使发达国家实现
了 “污染转移”，而基于投资驱动的 “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则使我国付出了经济增长的污染
代价，制造业集聚在发挥 “规模效应”降低各类成本的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导致了污染的增
加。其次，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制造业高收益的 “执政绩效”促使地方政府逐渐减低环评标准来
吸引各类企业，然而由这种 “看得见的手”形成的集聚会降低要素自由流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难
以发挥节能减排效果，并且通过 “逐底竞争”吸引到的企业往往是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进一步又增
加了污染排放，从而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从财政效应来看，制造业集聚会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影响健康。制造业集聚的财政效应是指制造

业集聚会增加财政收入。具体而言，集聚的 “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和 “知识溢出”优
势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升了不同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水平，进一步发挥乘数效应增加政府
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在供给层面的提升。其中，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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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①，而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对健康成本有双重影响。首先，城市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农合的
普及分摊了医疗费用，释放了不同层次收入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由于 “费用担忧”的潜在医疗
需求，总体上提升了健康福利；而且对医疗技术的投资有利于降低治疗时间而降低健康成本。但
是，医保和新农合的普及是否会触发保险业中的 “道德风险”问题呢？治疗费用分摊机制的存在会
降低人们对医疗产品价格的敏感性，在释放 “潜在医疗需求”的同时也会激发 “过度医疗需求”，
促使了一边为需求方的过度就医而另一边为供给方利用该种心理的 “以药养医”的双向不良后果；
同时技术改进往往也伴随治疗费用的增加，形成 “技术加持的费用”，所以从道德风险和技术方面
来看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也会增加健康成本。
从收入效应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劳动者收入改变也会影响健康。首先，制造业集聚的规模扩张

提高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尤其是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使劳动力的需求大大提
升；其次，劳动者利用集聚的 “知识溢出”逐渐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并通过对更多信息的掌握增强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动性，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者在工资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
提升也助力了工资的上涨。然而，制造业集聚的转型升级促使其内部结构向高技术逐渐转移，对劳
动力需求的数量和结构都在发生改变。首先，需求数量的整体减少，特别对于低技术水平劳动力数
量的需求，“要素拥挤”下的供过于求抑制了工资的上升，正如薛翠英［２７］所指出，劳动力工资份额
在国民收入份额中的比例正在逐渐降低。其次，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逐渐偏向于技术性工人，高技
术工人更有可能从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关的工作，从而引起劳动力收入的差距。
可以看出，集聚对收入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其绝对和相对水平上，而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这一改

变使制造业集聚的收入效应也呈现出多层面性。首先，从绝对收入来看，增加收入使消费者的预算约
束线外移进而影响需求，一方面人们增加对其他产品的消费，例如旅游、教育或改变居住环境等提高
效用水平或满足感改善健康，另一方面收入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从而增加医疗支
出；除此之外，收入的提升往往伴随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间的增加，这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
从相对收入来看，收入差距在不同阶段对健康产生不同影响［２８］，收入差距较小时，高收入者对健康的
更高预期促使社会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而对低收入者产生 “正外部效应”，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
们偏好差距较大会导致社会低估公共服务的价值，而对低收入者产生 “负外部效应”。

四、变量说明与计量模型

（一）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健康成本是人们为保护、维持和改善自身心理及身体健康的消费支出，本文
选取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健康成本。其中，医疗消费支出主要指人们为解决
疾病困扰的保护健康支出，保健消费支出是指维持和改善人们身心健康的支出。由于统计数据中

２０１３年之前仅提供城镇和农村各自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以城镇和农
村人口比重为权重计算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 （ｃｏｓｔ）。计算公式为：

ｃｏｓｔ＝ｐａｙｕｒｐｏｐｕｕｒ＋ｐａｙｒｕｐｏｐｕｒｕｐｏｐｕｕｒ＋ｐｏｐｕｒｕ
（１）

其中：ｐａｙｕｒ、ｐａｙｒｕ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的平均医疗保健支出；ｐｏｐｕｕｒ、ｐｏｐｕｒｕ分别表示城市
和农村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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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献综述部分已详细论述了公共教育服务通过 “预算约束”和 “效率提升”对健康成本的影响，为避免重复，在
此不再赘述。



２．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制造业集聚，本文选取区位商这一方法对其进行测度：

ａｇｇｉ＝
ｍｉ／ｌｉ
Ｍ／Ｌ

（２）

其中：ａｇｇｉ是ｉ省份制造业的区位商，即制造业集聚程度，ｍｉ是ｉ省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ｌｉ
是ｉ省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Ｍ 是全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Ｌ是全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

３．控制变量。本文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特征、环境保护力度和政府层面选取控制变量。
（１）经济发展水平高意味着收入效应带来的健康投资增加，并且以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为增长
方式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以及快节奏下人们工作强度的提高也会增加健康成本。据此，本文选取人均

ＧＤＰ、经济增长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层面的控制变量。（２）人口特征从性质和结构上分别为城镇人
口比例和老龄化比例。一般来说，城市居民和老年人的健康成本较高，用城镇化水平和老龄化比例
表示。（３）环境保护力度用工业废水、废气治理投资表示。环境保护力度越大表示对环境的改善力
度越高，会降低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影响，但环境治理投资水平的提升也可能源于高污染水平伴随的
高治理成本。（４）政府层面对健康成本的影响也较大。政府对医疗行业的财政支出提高了地方医疗
基础设施，促进了医疗行业发展，对人们的健康支出也会有影响，本文用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
比和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率表示政府层面的控制变量。

（二）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的基础模型如下：

ｌｎｃｏｓｔ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ｇｇｉｔ＋βｎｌｎＸ
ｎ
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ｉ为地区，ｔ为时间，ｃｏｓｔ为被解释变量，即健康成本，ａｇｇ为解释变量制造业集聚水
平，Ｘｎ 为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人均ＧＤＰ （ａｇｄｐ）、经济增长率 （ｉｎｃｒ）、城镇化水平 （ｃｉｔｙ）、老龄
化 （ｏｌｄ）、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 （ｒｏ＿ｃｙ）、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率 （ｒｏ＿ｃｇ）和工业废水废
气治理投资 （ｗａｓｔｅ），ε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机理部分的分析，制造业集聚通过污染排放、财政效应和收入效应作用于健康成本。其

中，污染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会对健康产生负向影响；财政效应促进政府的公共教育服务支出从而
改善健康，但提高医疗服务支出的同时 “过度医疗”等行为可能会提高健康成本；由于制造业集聚
在不同时期对工资水平影响的不同，且收入增加对人们健康支出存在双重作用，因而收入效应对健
康的影响也呈现出多层面。综上所述，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可能存在二次关系，所以在基础模型
中引入ｌｎａｇｇ的二次项，即：

ｌｎｃｏｓｔ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ｇｇｉｔ＋β２ （ｌｎａｇｇｉｔ）
２＋βｎｌｎＸ

ｎ
ｉｔ＋εｉｔ （４）

（三）计量方法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消除异方差，本文回归中采用ＧＬＳ模型进行回归，进一步在分析制造业集聚作用于健

康成本的内在机理时采用了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在数据层面，以数据的全面性和可得性为前提，本文选取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０个省市①为

样本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主要为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等。
在行业异质性分析中，各行业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对缺失的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数据采用如下处理办法：把不同密集型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进行３年
移动平均，进而分别得到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的相应比例关系，之后根据当年的工业总产值估算不同
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值。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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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缺失数据过多以及数据获取等原因，未考虑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
利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为更好地消除异方差问题将变量取对数处

理，首先得到的基础面板回归ＯＬＳ和为解决异方差问题的ＧＬＳ回归结果如下：

表１　基础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ｃｏｓｔ

模型１ （ＯＬＳ） 模型２ （ＧＬＳ）

系数 ｔ统计量 系数 ｚ统计量

ｃ　 １．３７９　２＊ １．７７　 ０．３５１　４　 ０．６６
ａｇｇ －０．４９５　６＊＊ －２．７０ －０．３０３　８＊＊＊ －４．５９
ａｇｇ２ －０．０４３　７ －０．２４ －０．３４１　４＊＊＊ －４．２０
ｃｉｔｙ　 １．１０７　１＊＊ ２．５７　 ０．８６９　３＊＊＊ ５．２３
ａｇｄｐ　 ０．６２９　８＊＊＊ ６．４３　 ０．６８９　３＊＊＊ １１．２６
ｏｌｄ －０．００９　８＊ －１．７３ －０．００４　３ －０．９５
ｉｎｃｒ　 ０．２０８　４＊ １．８３ －０．１３４　９ －１．４２
ｒｏ＿ｃｙ　 ０．５４３　１＊＊＊ ３．３８　 ０．５０１　７＊＊＊ ８．０５
ｒｏ＿ｃｇ　 ０．７２７　６＊＊＊ ４．３３　 ０．３９８　２＊＊＊ ６．９３
ｗａｓｔｅ　 ０．００２　５　 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２＊ １．６５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由于ＯＬＳ估计和ＧＬＳ估计的统计量不同，

此处分开展示，后文均采用ＧＬＳ回归则集中展示。

从两项回归结果的对比来看：ＧＬＳ回归后变量的显著性明显提高，特别是制造业集聚二次项
的显著性证明制造业集聚与医疗支出呈 “倒 Ｕ型”关系，而模型一的结果并不能表现这种关系，
可见忽略模型的异方差问题选择普通面板估计方法，极易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
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为负，证明制造业集聚与健康成本呈 “倒 Ｕ型”

关系，在制造业集聚程度在较低水平时，其增加会提高人们的医疗支出；当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

０．６４０　８① 时，其提高将有利于健康成本的下降。在制造业集聚初期，集聚效应还未有效形成，较
难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减排动力的形成，而以劳动力、资源为导向型的高污染型制造业
的规模扩张会提高污染排放总量，再加上发展初期环境政策的不完善以及政府引导的不及时，污染
的排放也不能被有效控制，环境逐渐恶化并影响人们的健康。从集聚对健康成本影响的财政和收入
来看，在共享制造业集聚发展的经济成果时，由于工业发展尚未成熟，从而政府财政支持会更倾向
于经济投资而非公共服务；同时工资水平的上升则释放了人们潜在的健康需求从而促进健康成本的
提升。所以，早期低集聚水平下的制造业集聚提高了健康成本。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加，行业内
创新愈发频繁、产业结构则趋向合理与优化、环境政策日益完善、政府引导愈加充分，以劳动力、
资源为导向的行业红利逐步消失，技术、资本导向的制造业集聚趋势凸显，一方面结构升级后的集
聚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程度，另一方面经济环境改善后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也促使政府逐渐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从而有利于降低健康成本。

—３１１—

纪玉俊，等：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健康成本：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① 临界值的取得基于一元二次方程对称轴的计算公式 （即－ｂ／２ａ），由于回归时将变量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因此

本文的计算公式为：ｅｘｐ （－ｂ／２ａ），即０．６４０　８＝ｅｘｐ （－ －０．３０３　８
２＊ （－０．３４１　４）

），后文计算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１．更换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由于收入不同对健康的偏好也不同；除此之外，受成
本和政府规制等的影响，污染性行业渐渐转移至环境监管不足的农郊结合地区［２５］，所以制造业集
聚对城乡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城镇医疗保健支出和农村医疗保健支出代
替，结果在表２第二、三列表示。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对于
城乡，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均表现出 “倒 Ｕ型”关系，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城镇居民，当制造业集聚高于临界值０．６２４　８时，则促进健康成本的降低；而
对于农村居民，这一临界值为０．７３１　９。这意味着，在同一地区内，同一制造业集聚水平在有利于
城镇居民的健康成本下降的同时可能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健康成本，所以农民对制造业集聚带来的货
币化健康负担更加明显。综上，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显著为负表示了 “倒Ｕ型”结果的稳健性，
但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负面影响在农村更大。

２．更换样本。基于行政地位的差别，普通地区相较于直辖市可能会有所不同［２９］，所以在表２
第四列中删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使用剩下的样本进行分析。根据结
果：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上文的研究基本一致，证明了本文结论的
稳健性。

３．更换解释变量。表示集聚程度的指标很多，本文在基础回归中以就业人数的区位商表示，
为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用制造业产值的区位商重新表示其集聚程度，结果在表２第四列
表示。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虽然不显著，但依然为负，与基础回归结论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表２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城镇 农村
去掉直辖市 更换集聚指标

ｃ　 ５．８２９　４＊＊＊ １．９７６　１＊＊＊ １．３８９　２＊＊ ０．５２２　２
（９．６６） （３．０５） （２．４３） （０．８９）

ａｇｇ －０．２９９　８＊＊＊ －０．２９１　６＊＊＊ －０．３４１　５＊＊＊ －０．１２２　９
（－４．０４） （－３．５９） （－４．６４） （－１．４９）

ａｇｇ２ －０．３１８　７＊＊＊ －０．４６７　１＊＊＊ －０．４０１　０＊＊＊ －０．２７４　７＊＊＊

（－３．５２） （－４．８８） （－４．６８） （－２．０３）

ｃｉｔｙ　 ０．５７９　９＊＊＊ ０．１６０　０　 １．４０４　８＊＊＊ ０．８６９　１＊＊＊

（３．０７） （０．７９） （７．２２） （４．６３）

ａｇｄｐ　 ０．５３３　８＊＊＊ １．１５４　４＊＊＊ ０．５８５　６＊＊＊ ０．６７９　３＊＊＊

（７．７３） （１５．３５） （８．８３） （１０．２３）

ｏｌｄ －０．００６　８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５　７
（－１．２７） （０．１９） （－０．５６） （－１．３２）

ｉｎｃｒ －０．１４４　３ －０．０１３　６ －０．１２４　２ －０．１６３　５＊

（－１．３１） （－０．１１） （－０．３１７　７） （－１．８８）

ｒｏ＿ｃｙ　 ０．４１０　４＊＊＊ ０．７４６　６＊＊＊ ０．４６４　１＊＊＊ ０．４８６　５＊＊＊

（５．６５） （９．６４） （７．３３） （７．６５）

ｒｏ＿ｃｇ　 ０．３９２　１＊＊＊ ０．５６２　８＊＊＊ ０．４２１　３＊＊＊ ０．４９６　３＊＊＊

（５．６７） （８．５３） （７．０４） （８．８３）

ｗａｓｔｅ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１　２＊＊＊ ０．００８　６　 ０．０１８　８＊＊

（０．５７） （３．０９） （０．７４） （１．８１）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ｚ统计量，＊、＊＊、＊＊＊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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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作为一个大国，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之一。为深入探究制造业集

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层面的分析。

１．地区异质。区位因素和资源禀赋都是地区间产业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政府层
面根据地区特点制定各自的区域发展战略，随之企业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结合发展机遇制定或修改
企业发展战略，这就导致地区间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环境都有所差异。基于此，为研究地区异
质性所导致的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差异，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①，将样本划分
为东、中、西进行分组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

表３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ｃｏｓｔ

东 中 西

ｃ －１．９８８　５＊＊ －１．１４８　２　 ２．９７５　６＊＊＊

（－２．４８） （－１．１７） （３．３７）

ａｇｇ －０．２７２　７＊＊＊ －０．５５８　９＊＊＊ ０．３２５　９
（－３．７３） （－２．６３） （０．８８）

ａｇｇ２ －０．３６２　７＊＊＊ －０．０５３　３　 ０．２４５　６
（－４．００） （－０．１８） （０．７３）

ｃｉｔｙ　 ０．０９２　１　 ０．８８５　６＊＊ １．７３８　５＊＊＊

（０．４０） （２．４０） （５．７６）

ａｇｄｐ　 ０．８５１　４＊＊＊ ０．９３３　５＊＊＊ ０．４４３　１＊＊＊

（９．１２） （８．６２） （４．１３）

ｏｌｄ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１） （－０．５８） （－１．４１）

ｉｎｃｒ －０．１２０　７ －０．０７３　０ －０．２３０　２＊

（－０．５５） （－０．３６） （－１．６８）

ｒｏ＿ｃｙ　 ０．２４７＊＊ ０．５１７　０＊＊＊ ０．６６７　５＊＊＊

（２．３２） （３．５３） （７．６０）

ｒｏ＿ｃｇ　 ０．４７３　０＊＊＊ ０．１４３　９　 ０．５６４　７＊＊＊

（４．１８） （０．７７） （６．６６）

ｗａｓｔｅ　 ０．０５１　８＊＊＊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３１　６＊

（２．５４） （－０．５９） （１．９５）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ｚ统计量，＊、＊＊、＊＊＊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根据东中西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的 “倒 Ｕ型”关系比较明显：制造业集聚程度
在较低水平时，其增加会提高人们的医疗支出；当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０．６８６　６时，集聚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将有利于医疗支出的下降。与整体回归结果对比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对
健康成本抑制效应的门槛值较高，这与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时期的特征有关。东部制造业集聚发展
较早，得益于早期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求和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集聚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污染程
度加剧，但随集聚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的暴露和人们健康环境需求的提升促使政府一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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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其对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如下：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西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环境规制，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而降低人们的健康成本，然而由于发展较早且所受约
束不强，此时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已发展至较高水平，所以降低健康成本时的集聚水平相对整体
来看较高。对于中部地区，集聚的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不显著，说明在中部地区随着制造业集
聚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成本逐渐降低。中部地区承担着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枢纽或目的地角
色，从集聚周期来看，相比东部而言依然处于早期阶段。那么为何中部地区在相对较低的制造业集
聚水平下表现为降低健康成本的效应呢？从污染效应来看，郑亚晴的集聚发展周期理论［３０］认为早
期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水平会与本地环境治理相适应。且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较晚，此时已不具备
东部集聚初期忽略污染排放的发展环境，环境治理要求也与东部初期发展时无法同日而语，因而制
造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会相对稳定。从收入和财政效应来看，一方面，制造业向中部的转移以及集
聚的形成带动了中部地区产业关联和产业协调发展，同时通过知识溢出和劳动共享降低了企业的生
产成本，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其收入效应改善了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对健康产生有利
影响。另一方面，集聚背景下财政效应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王晓玲［３１］提出由于地区
间基础公共服务的外溢效应的存在，发达地区会对周围地区带来辐射效应，带动周围的公共服务水
平。所以，虽然发展早期政府财政支出会偏向工业生产，但在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对比下，中部于公共服务水平上的 “后发者”身份使其更有动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上，中
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有利于健康成本的下降。对于西部地区，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对医疗支出的
影响均不显著，这表示制造业集聚水平对健康成本无显著影响。相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制造业
集聚水平更低，首先，产业转移并非一蹴而就，其次，受制于落后的经济水平、薄弱的基础设施等
区位因素，西部地区对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吸引力不足，从而较难体现出集聚对健康成本的显著
影响。

２．行业异质。制造业种类繁多，根据各行业在生产中所投入的要素比重可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制造业集聚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不同学
者都有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对制造业进行划分，本文参考徐建荣［３２］的做法，依据直接判断和投入比
例法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①。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不同要素密集的制造业集聚对人们健康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首先，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不显著，表明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的
增加，人们的健康成本也逐渐提高。从污染角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污染性特点使其在生产活动
中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害，无疑也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从收入和公共服务角度，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较低，企业大都通过增加工人的工作时间或工作强度扩大产量而获得利
润，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人各种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制造业集聚的财政效应中降低健康
成本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升，而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者通常技术水平不高。其次，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不显著，表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增加有利
于降低人们的健康成本。从行业分类来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包含了橡胶和塑料、各种金属制
品行业等，这些行业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都很高，资本密度与能源密度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
性［３３］，相应的污染排放水平也较高，对健康易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资本的密集投入形成了行业
较高的收入和利润，一方面高收入带来的收入效应能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条件，从而改善健
康；另一方面高利润带来的税收和环境税等提高了政府财政收入，随之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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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根据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的行业代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行业代码为：１４、１５、１６、１８、

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３４、４２、４２、４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行业代码为：１７、２６、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行业代码为：２７、２８、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



表４　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ｃｏｓｔ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

ｃ ０．７９９　７　 ０．９０３　１＊ ０．９４５　４＊

（１．５０） （１．６８） （１．７４）

ａｇｇ　 ０．０９０　７＊＊ －０．０６８　１＊＊ －０．０６１　８
（２．２９） （－２．０１） （－１．００）

ａｇｇ２　 ０．０４６　２　 ０．００９　８ －０．０２６　３
（０．８４） （０．３２） （－０．５１）

ｃｉｔｙ　 ０．８９４　９＊＊＊ ０．８９９　９＊＊＊ ０．９９１　９＊＊＊

（５．１９） （４．８８） （５．３６）

ａｇｄｐ　 ０．６４５　４＊＊＊ ０．６４０　１＊＊＊ ０．６２８　１＊＊＊

（１０．１９） （１０．１５） （９．８６）

ｏｌｄ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１０　３＊＊ ０．００６　５
（－１．７１） （－２．３６） （－１．３９）

ｉｎｃｒ －０．１７２　２＊ －０．１７９　５＊＊ －０．１６７　６＊

（－１．９１） （－２．０７） （－１．９３）

ｒｏ＿ｃｙ　 ０．５１０　６＊＊＊ ０．５０４　１＊＊＊ ０．４９６　０＊＊＊

（８．０６） （７．９５） （７．８６）

ｒｏ＿ｃｇ　 ０．５１８　４＊＊＊ ０．５５６　８＊＊＊ ０．５１２　５＊＊＊

（１０．４３） （９．８０） （９．６６）

ｗａｓｔｅ　 ０．０１９　９＊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１７　１＊

（１．９４） （１．６４） （１．６９）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ｚ统计量，＊、＊＊、＊＊＊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改善健康水平，比如祁毓等［３４］论述了改善教育服务提高公共认知、环境服
务降低人们暴露于污染的机会、卫生服务利于人们及时预防和治疗。从产业集聚的特征来看，在资
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初期，集聚带来的要素和资源的共享、匹配和溢出效应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技
能和企业间的技术学习，有利于技术进步和要素的高效配置，进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以实现
节能减排。但是，二次项虽不显著但结果为正，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
的 “正Ｕ型”影响。随着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政府干预以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
聚的规模效应则不利于行业的节能减排，从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分析原因，这可能还是与政府
干预以及行业自身特点有关。首先，财政分权、政绩考核的背景形成了以 “政策租”为目标的制造
业集聚。晋升锦标赛使地方政府以提供 “政策租”来保护和吸引高税收行业，从而可能会导致由于
过度 “建设”的资源错配，这种关注数量而非质量的行为显然不利于实现产业集聚的节能减排效
应，也与产业的适宜性集聚和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其次，随着集聚水平的提升，结构趋同的低质
量集聚扩大了区域的生产规模和要素与资源投入，加速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同时， “政策租”

的 “软预算约束”也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３５］，无法发挥技术驱动下的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
效益，进而不利于降低制造业集聚的健康成本。

最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均不显著，说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人们
的健康成本无显著影响。这与我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前文也提到集聚促进技术创新而利于企业节
能减排、降低污染，从而降低人们的健康成本。为此，本文的解释如下：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虽然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由于对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较多环节依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
中低端，从而导致产业技术水平不高。其次，早期制造业以利用我国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代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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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兴起且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中的确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提高了收入，促进了增长。但是劳动力
红利的存在使得企业创新精神不足，并且面临国外公司的技术封锁也无法更好地吸收先进技术；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促使政府和企业层面对创新高度重视，但技术发明需要时间并且其应用
也需要大量的实践，这就导致 “产学研”的融合要渡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低技术水平和技术
发挥滞后性导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回归结果，可以初步测算出各地区人们的健康支出以及其对于制造业集聚的敏感

度①。从绝对层面，全国、东部和中部的人均健康支出分别为１　００６元、６３７元和１　０８９元；从相对
层面，人们的健康支出对于制造业集聚的敏感度于全国、东部和中部分别为２０．６７％、２８．１３％和

１９．３１％。结合两者可以看出这种隐性成本是不容忽视的，因而为更清楚地了解致使隐性成本出现
的途径，下面考虑进行机制检验。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会通过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供
给和劳动者收入三个途径对健康产生影响，为验证这三种机制的存在，本文选用温仲麟等［３６］提出
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ｃｏｓｔ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ｇｇｉｔ＋β１ （ｌｎａｇｇｉｔ）
２＋βｎｌｎＸ

ｎ
ｉｔ＋εｉｔ （５）

Ｍｉｔ＝γ０＋γ１ｌｎａｇｇｉｔ＋γｎｌｎＸｎｉｔ＋εｉｔ′ （６）

ｌｎｃｏｓｔｉｔ＝λ０＋φＭ＋λ１ｌｎａｇｇｉｔ＋λ２ （ｌｎａｇｇｉｔ）２＋βｎｌｎＸ
ｎ
ｉｔ＋εｉｔ″ （７）

其步骤为：第一步：基础回归；第二步：检验制造业集聚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第三步：引入中
介变量检验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其中，若γ１ 和φ至少存在一个不显著，要进一步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验，其检验统计量为：

ｚ＝
�γ１�β

�γ２１ｓ
２
β＋�β

２ｓ２γ■ １

（８）

其中：ｓγ１和ｓβ分别为�γ１ 和�φ的标准误。通过检验后，方可根据回归结果分析中介效应。
首先。检验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选用废水排放水平 （Ｅｆｆｕｌｅｎｔ）表示环境污染，从表５的

（１）、（２）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显著提升了污染排放水平，进而提高了健康成本。
其次，检验制造业集聚通过公共服务对健康成本的作用机制。在前文机制分析中提到制造业集

聚通过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其中，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
升有利于改善居民健康。本文选取小学师生比 （Ｐｒｉｍｓ）、初中师生比 （Ｍｉｄｓ）、高中师生比
（Ｈｉｇｈｓ）和高校师生比 （Ｃｏｌｌｅｇｅ）代表公共教育服务水平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
从表６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对小学师生比、初中师生比和高中师生比起正向作用，

从而降低人们的健康成本，说明制造业集聚能通过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改善健康。一方面，受
教育程度的增加提高了人力资本素质，进而通过提高劳动力收入放松预算约束获得 “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加关注和便于获取健康相关信息，提高健康投资的效率。
以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为中介的检验选取财政医疗支出 （Ｍｅｄｃ）为指标，检验结果如表５的

（３）、（４）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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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首先，绝对层面的健康支出对应的为人均结果，其测度是根据回归系数和对应的变量均值相乘求和而得，计算公

式为：ｅｘｐ （β︵０＋β︵１ｌｎａｇｇ＋β︵２（ｌｎａｇｇ）２＋β︵２ｌｎ　Ｘｎ）。其次，相对层面的敏感度与回归模型设定相关，由于本文回归中将所有
变量均取对数处理，所以自变量的系数表示为弹性系数，即自身变动一个百分点会使被解释变量变动的比例。因而敏感

度是以回归结果中集聚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之和与所有变量回归系数绝对值之和的占比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β︵１｜＋

｜β︵２｜）／∑ｉ｜β︵ｉ｜。其中，回归系数不显著的结果视为β︵ｉ＝０，且由于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表示无显著影响，因此并未
测算该部分的结果。



表５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中介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Ｍｅｄｃ　 Ｍｅｄｃ＿ａｇｇ　 Ｉｎｃｏｍ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ｃ　 ７．２９８＊＊＊ ３．４２３＊＊＊ －４．１７１＊＊＊ ０．０５０　 ０．３７３　 ６．３８１＊＊＊ －５．８９０＊＊＊

（９．８２） （７．８８） （－７．１２） （０．１１） （０．５４） （２２．１３） （－１１．１９）

ａｇｇ　 ０．５０１＊＊＊ －０．４６６＊＊＊ ０．２５４＊＊＊ －０．３６９＊＊＊ ０．２１８＊ －０．１２７＊＊＊ －０．３０４＊＊＊

（５．９９） （－６．７５） （３．２１） （－５．８１） （２．６６） （－３．６４） （－５．３４）

ａｇｇ２ －０．３７５＊＊＊ －０．２８６＊＊＊ －０．０８８＊＊＊ －０．３１６＊＊＊

（－４．５２） （－３．７１） （－２．２６） （－４．４０）

Ｍ ０．２０６＊＊ ０．２６１＊＊＊ ０．７８１＊＊＊

（６．９４） （９．８４） （１２．１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Ｚ｜＝０．４５７＜０．９７
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 否

　　注：以财政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检验时，由于在控制变量中含有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为了更客观地对比加入中介

变量后的回归系数，回归时将其从控制变量中剔除。括号中的数字为ｚ统计量，＊、＊＊、＊＊＊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
显著性水平。

表６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中介
Ｐｒｉｍｓ　 Ｍｉｄｓ　 Ｈｉｇｈ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ｃ　 ３．０６５＊＊＊ ０．９５２　 ３．９００＊＊＊ １．７４９＊＊＊ ２．７７７＊＊＊ １．６６７＊＊ 　２．８１３＊＊＊ －０．６０２
（１５．６７） （１．５３） （１６．１２） （２．６４） （１３．８３） （２．７１） （２２．６９） （－０．８１）

ａｇｇ　 ０．１５２＊＊＊ －０．２７３＊＊＊０．１２８＊＊＊ －０．２５１＊＊＊ ０．０３８＊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７ －０．３０１＊＊＊

（６．７９） （－３．９１） （４．６６） （－３．５１） （１．６５） （－４．４７） （－０．４８） （－４．６１）

ａｇｇ２ －０．３６５＊＊＊ －０．３３４＊＊＊ －０．３８２＊＊＊ －０．３４１＊＊＊

（－４．５２） （－３．９０） （－４．６５） （－４．２６）

Ｍ －０．２７３＊＊ －０．２７０＊＊ －０．３９１＊＊＊ ０．３１６＊

（－２．４９） （－２．５２） （－３．２９） （１．６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Ｚ｜＝０．４５７＜０．９７
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 否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ｚ统计量，＊、＊＊、＊＊＊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

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的确提升了政府的财政医疗支出，但在第三步的中介效应检
验结果中表明显著提升了健康成本，即制造业集聚通过提高财政医疗支出增加了人们的健康成本。
可见，以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为中介影响健康水平时，过度医疗和技术加持的费用对健康成本的影响
占主要作用。为进一步探讨其原因，本文引入了医疗资源集聚水平 （Ｍｅｄｃ＿ａｇｇ）这一变量，其具
体表示为：

Ｍｅｄｃ＿ａｇｇｉ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ｓｉ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Ｓ

（９）

其中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分别表示ｉ地区或全国ｔ年的医疗卫生机构数；ｓｉ和Ｓ分别表示ｉ地
区或全国的占地面积。考虑到制造业集聚会引起生产资源的集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会伴随着劳动
力的集中以及财政收入的提升，造成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作用下的医疗资源集中，促进了异地就医
以及医疗服务信息不对称下的 “以药养医”现象，进而引起健康成本的增加。以表５的 （５）列

Ｍｅｄｃ＿ａｇｇ为被解释变量，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回归，发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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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集聚的确促进了医疗资源的集中，进而提高了健康成本。
最后，检验劳动者收入的中介效应，选取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为指标，前文机

制分析中提到集聚对劳动力收入影响的分阶段性，所以本次机制检验的第二步中引入了制造业集聚
的二次项进行分析，其结果表示在表５的 （６）、（７）列，在验证集聚对工资的影响结果中集聚的一
次项和二次项均为负，说明随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对工资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再抑制的 “倒Ｕ
型”曲线，验证了前文的分析。而以劳动力收入为中介的变量对健康成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集
聚的 “收入效应”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支出和收入差距的 “负外部性”提升了健康成本。此外，随着
负外部性的增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下降，随之也降低了健康成本，但是这种由于收入减
少降低健康成本的途径显然具有非合意性。

六、结论与建议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健康成本有利于全面评估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为制造业发展
的空间布局提供借鉴。本文根据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各省级层面相关数据，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影响健康
成本的内在机理并进行了相关检验。具体研究结论总结如下：（１）从总体上看，制造业集聚对人们
健康成本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在低集聚水平下促进和高集聚水平下降低的 “倒 Ｕ型”影响。
（２）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作用在地区和不同的要素密集型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由于东中部地
区的特点，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为 “倒 Ｕ型”、在中部地区降低健康成
本、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而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型的制造业集聚，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劳动、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对健康成本的影响分别表现为提高、降低和无显著影响。（３）制造业集聚对健康成
本的影响虽然对城市和农村居民均表现出 “倒 Ｕ型”关系，但是相对农村居民，制造业集聚降低
城市居民健康成本的临界值较低，即同一地区内，同一制造业集聚水平在有利于城镇居民的健康成
本下降的同时可能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健康成本，所以农民对制造业集聚带来的货币化健康负担更加
明显。（４）制造业集聚的财政效应提高了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前者改善了健康成本，而后者
由于制造业集聚促进了医疗资源的集中，导致其在改善公共医疗服务水平过程中出现了异地就医以
及信息不对称的以药养医，从而提高了健康成本；制造业集聚通过增加污染排放提高了健康成本；
制造业集聚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对医疗服务的弹性和高收入伴随的高压力增加健康成本，且随
集聚度的提高，劳动力要素拥挤效应抑制了工资上升空间从而降低了健康成本。根据以上结论，本
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制造业实现高质量集聚。强化 “产学研”的深度互动，加快
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从而促进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转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新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集聚发展提供创新动力，更好地发挥
制造业集聚的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效益，实现增长、环境和健康的多赢。（２）在保证存量质量的同
时，提升增量的发展水平。顺应制造业在地区间的雁形发展态势，使产业在有序转移的同时保持实
体经济根基的稳定，通过东部低技术制造业的转移增加中西部的劳动力供给并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
要素的拥挤以及结构不对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挥要素禀赋在形成集聚效应
方面的作用，进一步通过工资水平和制造业集聚质量的提升降低健康成本；其次，利用部分地区的
先发优势实现高端新材料、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现代化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在提高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的同时通过有效集聚效应的形成而降低集聚的健康成本。（３）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
策以及财政支出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制造业集聚的财政效应对健康成本的调节作用。注重政府在公
共服务领域的配置作用，缓解行业垄断以及资源分布差异对集聚财政效应形成效果的影响。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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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首先增加对公共教育服务的支持，一方面加大对中小学的健康教育从源头提高防范意识，另一
方面通过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优化居民健康投资的回报率和改善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次要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给，缩小地区间医疗资源的分布差距，从而缓解制造业集聚对医疗资源分布
不均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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